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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成本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与兼职招聘工资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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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替代正式用工的方式来降低用

工成本,以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经营压力。 探究灵活用工成本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绩效,将企业所在城市制造业岗位的兼职

招聘平均工资作为灵活用工成本的代理变量,并将其与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 实证结果

显示,灵活用工成本的提高会对制造业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每上升 1%,企业总资产

净利率约下降 0. 032 个百分点。 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灵活用工成

本上升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还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小型企业

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受灵活用工成本的影响更大。 本文不仅为企业合理制定用工策略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政府完善

劳动力市场政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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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力供给结构和用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灵活用工模式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社部实施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的决定》和《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更多退休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灵

活用工市场的劳动力供给。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挑战

下,面临着更为突出的成本控制与经营稳定性挑战。 为缓解传统用工制度下的成本刚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采用灵活用工替代正式用工,以降低用工成本,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此外,灵活用工在企业用工结构中的

占比不断上升。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呈现零工化趋势,基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测

算显示,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地,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比例可达三分之一,用工旺季可达三分之

二①。 然而,灵活用工并非单纯的低成本选择,其成本水平及其波动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仍有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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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力供给趋紧和用工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在维持正常生产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面临正式员工薪酬和福利支出不断攀升的压力。 为应对这一压力,许多企业选择通过灵活用工来降低用

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 灵活用工模式,如兼职、临时工和外包等,因其在控制成本、快速调配人力资源和

应对市场波动方面的显著优势,逐渐成为企业用工的主要补充[1] 。 考虑到制造业生产活动通常具有用工需

求波动大、订单周期不稳定等特征,用工成本的变化将直接约束企业的经营决策,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财务

稳健性与资源配置结构。
用工成本是衡量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指标,用工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绩效一直是企业管理和学术

研究的关注重点。 现有研究从效率、成本等视角探究了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效率视角看,支付更高

的工资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生产率和降低员工流失率来提高企业整体绩效[2] 。 此外,有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具

有激励效应,能够通过不同路径对生产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3] 。 还有研究从成本视角

分析,用工成本的持续上涨可能导致成本效应超过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从而削弱企业的生产率[4] 。 同时,劳动

力相关成本上升会显著提高企业财务压力和违约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经营稳健性[5] 。 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进

一步关注用工成本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如探讨用工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6] ,以
及最低工资变动通过劳动力成本传导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冲击效应[7] 。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传统固定用

工模式,未能充分考虑灵活用工模式兴起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少数学者探究了采用灵活用工模式对全要素生

产率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8-9] ,但针对灵活用工成本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仍然缺乏系统性研究。
事实上,灵活用工成本的变化并非仅体现为经营成本层面的波动,更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的财务约束程度和

创新资源配置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 从融资约束视角看,灵活用工成本上升会增加企业日常经营支出的不确

定性,削弱现金流的稳定性,并对企业信用状况与外部融资条件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导致融资约束程度上升及

融资成本提高。 融资约束的加剧将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与生产决策,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从研发投入视角

看,更高的灵活用工成本会加剧企业的短期经营压力,促使企业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偏向成本控制,而非战略性

增长领域,从而对具有长期回报特征的研发活动形成挤出效应,最终可能削弱企业的整体绩效,不利于制造业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研究灵活用工成本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本文利用 2022—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城市兼职招聘数据,深入探讨了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成

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灵活用工成本

的视角,深入研究了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弥补了现有企业绩效研究中的不足;第
二,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层面的制造业兼职招聘数据刻画灵活用工成本,有效缓解了企业层面灵活用工成本

难以直接观测的问题;第三,从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两个角度考察灵活用工成本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有
助于理解灵活用工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市灵活用工成本的提升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 首先,制造业企业为应对市场需求的阶段性波动,
通常通过灵活用工方式实现劳动力规模的动态调整,尤其在季节性需求高峰或短期订单集中时期[10] ,该用

工模式能够有效缓冲用工刚性带来的成本压力。 然而,当城市层面的灵活用工成本持续上升时,企业在采

用灵活用工过程中不仅需要承担更高的用工报酬,而且灵活用工工资往往具有更强的市场化定价特征和波

动性,易受外部需求和平台环境变化影响[11] 。 用工成本的上升使企业的现金流支出增加,导致可用于其他

经营活动的资金减少,这种资金压力可能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限制其融资能力和资金流动性。 其次,灵活

用工成本上升可能通过加剧企业经营不确定性,放大外部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对于制造业而言,其
生产经营活动通常具有前期资金投入规模较大、资金占用周期较长的特征,对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依赖程

度较高[12] 。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可能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性负债,使企业违约风险提高[5] 。 用工成本

的上升使企业盈利波动性增强,外部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难以及时、准确评估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从而提高

风险溢价要求。 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机构往往倾向于采取提高融资门槛、收紧信贷供给等

方式进行风险防范,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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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约束的加剧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外部资金的获取受到限

制,使企业难以通过外源融资优化资本结构或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制约其生产扩张和绩效提升,特别是在资

金需求较高的扩张阶段,融资约束迫使企业依赖内部资金进行经营决策,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不利于

企业长期成长[13] 。 在制造业中,融资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外部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从
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形成系统性约束[14] 。 在此背景下,企业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无法充分

利用正向投资机会,导致经营活动未能达到最优状态[15] 。 此外,在宏观经济波动或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时,融
资约束将加重企业的现金流压力,限制其通过外部融资缓解短期冲击,从而增加财务风险与经营脆弱性,最
终影响企业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灵活用工成本的上涨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加,从而降低企业绩效(H1)。
灵活用工成本的上升还会影响到企业研发投入,从而影响企业绩效。 灵活用工成本的上升会降低企业

的研发投入。 劳动力的配置方式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重要因素[16] 。 企业会对要素价格的变化作出

反应[17] ,根据要素价格变化调整其资源配置[18] ,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波动。 制造业具有技术迭代速度快、
市场竞争激烈的特征,尤其是以代工生产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其产品附加值和议价能力相对有限,对成本变

化更为敏感。 外部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而劳动力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构。 灵活用工通常被视为替代正式用工的低

成本用工模式,但随着灵活用工成本的不断上升,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支付劳动力成本。 当企业

面临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时,会迫使企业在资金分配上做出调整[19] 。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创新活动具有高

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的特点[20] 。 这使得企业在面对成本压力时,倾向于缩减研发预算,将更多资金用于维

持运营。 企业的资金通常先用于满足日常的经营开支,如支付员工薪酬、购置固定资产等刚性支出,在基本

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将剩余的资金投入其他领域,尤其是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的下降会对制造业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研发投入可以优化

资源配置,不仅能显著提升企业的产出效率[21] ,还能够在非核心领域开拓更多新的产品和市场机会[22] ,进而提

高企业绩效。 当研发投入下降时,企业的产出效率与市场拓展能力都将受到负面影响。 其次,内生增长理论认

为,研发创新活动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 创新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23] 。 研发活动需要资金和资源的支持,而企业的创新能力通常依赖于研发投入的规模和持续性。 此

外,企业对支持研发投入的税收政策反应敏感[24] 。 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通过减少研发投入,弱化企业的

创新能力[25] 。 最后,研发投入的不足使得企业在面临市场需求变化时,难以及时更新产品和技术,进而失去市

场竞争力。 随着市场竞争力的下降,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市场份额将受到严重制约,影响其绩效。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灵活用工成本的上涨会导致企业减少研发投入,从而降低企业绩效(H2)。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22—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企业财务数据与其所在城市的制造业灵

活用工的平均工资进行匹配,探究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来源于

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库,灵活用工工资数据来自 58 同城网站的兼职招聘数据,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各城

市统计年鉴。 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 对上市公司的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 ① 剔除已标注 ST ( special
 

treatment)和∗ST 上市公司的样本;②剔除净利润率大于 100%等财务指标明显异常的观测值,以避免财务异

常企业的干扰;③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1%分位上采用缩尾法进行处理,以降低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

扰;④剔除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 经过数据匹配和剔除极端值后,最终得到 6264 个企业样本。
(二)关键变量和度量
1. 企业绩效的度量

参照翁若宇等[26]的研究,基准回归采用总资产净利率来衡量企业绩效。 总资产净利率是企业净利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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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总资产的比值,平均总资产是指期初资产总额与期末总资产的平均值。
总资产净利率能够直观地反映企业利用总资产创造净利润的能力,是衡量企业整体经营效果的一个重

要指标。 总资产净利率越高,说明企业单位资产创造净利润的能力越强,企业的绩效越好。 考虑到总资产

净利率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企业绩效,稳健性检验将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两种指标衡量企业

绩效。
2. 制造业灵活用工成本的度量

采用制造业企业所在城市的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来衡量。 灵活用工工资的数据来源于 58 同城

网站的兼职招聘数据。 作为中国最大的分类信息网站之一,该平台的数据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和较高的代

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 具体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如下:首先,收集中国所有地级

市发布的兼职招聘数据。 兼职招聘中的工资支付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包括按小时支付、按日

支付和按月支付等多种形式。 其中,按日支付是目前市场上最为普遍和广泛采用的支付方式。 为了避免

不同支付方式间转换所产生的测量误差,本文仅选取按日支付的兼职招聘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次,根
据兼职招聘信息中岗位名称来识别与制造业相关的岗位。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

版) 》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职业分类标准,排除其中不属于制造业的职位类别。 例如,“建

筑施工人员” “采矿人员” 等。 在此基础上,结合招聘信息的岗位名称,提取与制造业相关的关键词,例
如,从“纺织、针织、印染人员”和“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这两类中提取的关键词

有“纺织工” “针织工” “缝纫工” “裁剪工” “服装厂”等;从“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这类中提取的关键

词有“车工” “焊工” “铣工” “磨工” “模具工” “钳工”等。 除了根据职业名称提取关键词外,本文还通过

识别“焊接” “装配” “制造”等与职业有关的动词来进一步筛选,这类动词作为制造业岗位的标识性词汇,
能够较为精确地反映岗位职能。 最后,利用这些提取的与制造业有关的岗位名称关键词,筛选各城市发

布的制造业岗位招聘信息。
为了避免因部分城市的招聘岗位过少导致的极端值问题,本文剔除了制造业招聘岗位少于 5 个的城市

样本。 同时,对最低的 5%极端值做缩尾处理,以降低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

性。 在完成数据清洗和极端值处理之后,计算出各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的平均工资,即将每个城市所有符

合条件的兼职招聘岗位的日工资进行平均,得到该城市的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而后,将各城市的制

造业灵活用工的平均工资与上市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匹配,采用制造业企业所在城市的灵活用工平均工资来

代表该企业所面临的灵活用工成本。
(三)实证模型构建

借鉴杨其静等[27]对企业绩效的回归方程,本文设定如式(1)所示的计量模型来探究城市灵活用工平均

工资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Performcit = α0 + α1 lnwagecit + ∑
k
βkcontrolkcit + μi + λ t + εc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Performcit 为 c 城市 i 企业 t 年的企业绩效;核心解释变量 lnwagecit 为 i 企业所在 c 城市 t
年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α1 反映了城市灵活用工平均工资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若灵

活用工平均工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则系数 α1 为正; controlkcit 为 c 城市 i 企业 t 年第 k 个控制变量,企业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资本密集度、股权集中度和无形资产占比,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 μ i 为企业固定效应; 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cit 为随机误差

项。 由于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层面的灵活用工工资水平,存在城市间异方差问题,且不同年份的城市灵

活用工工资水平具有相关性。 因此,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对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处理。 具体变量

说明见表 1。
表 2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企业绩效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 043 和 0. 074,最小值和最

大值分别是-0. 619 和 0. 695,说明不同企业的绩效存在一定差异,并且分布较为离散。 本文对城市制造业

灵活用工的平均工资进行了对数转换,以减轻极端值对统计分析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城市制造业灵活

用工的平均工资的样本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5. 402 和 0. 094,说明其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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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0. 027∗∗

( -2. 401)
-0. 032∗∗∗

( -3. 396)
控制变量 No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6264 6264
调整后 R2

 

0. 658
 

0. 681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 净利润 / 平均总资产 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库

解释变量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ln(企业所在城市的制造业岗位的灵活用工招聘工资的均值) 58 同城兼职招聘数据

控制变量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资本密集度 固定资产净额 / 期末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 / 总资产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

教育投入 教育支出 / 财政支出

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库

各城市统计年鉴

　 注:本文中涉及的比率或比例型变量均以原始比值形式进入回归分析,以保持变量的可比性。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样本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绩效 6264 0. 043 0. 074 -0. 619 0. 695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6264 5. 402 0. 094 5. 026 5. 699

流动比率 6264 0. 031 0. 035 0. 002 0. 666
资产负债率 6264 0. 376 0. 191 0. 016 0. 992
董事会规模 6264 2. 068 0. 195 1. 386 2. 708
资本密集度 6264 0. 201 0. 124 0. 001 0. 741
股权集中度 6264 0. 599 0. 167 0. 121 1. 000

无形资产占比 6264 0. 038 0. 033 0 0. 511
经济发展水平 6264 18. 687 0. 881 15. 612 19. 973

教育投入 6264 0. 177 0. 033 0. 102 0. 29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展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1)列仅

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2)列加入了

一系列公司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灵活用工的

平均工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制

造业灵活用工工资水平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 (2)列

的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的平均工

资上升 1%,会导致企业的总资产净利率减少 0. 032 个

百分点,相对于样本期间企业绩效的均值而言,降低了

0. 74%( - 0. 00032 / 0. 043 × 100%)。 可以看出,城市灵

活用工成本的上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可能的原因是灵活用工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

运营成本,限制了企业在研发等其他重要领域的投资,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二)内生性问题

在探究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重要影

响。 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尽管本文尽可能地控制了企业层面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

变量,但难免会遗漏其他影响企业绩效的变量,从而导致遗漏变量偏差;第二,企业绩效的高低可能会对城

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产生影响。 绩效好的制造业企业通常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为了吸引和

留住优秀的员工,企业可能主动提高灵活用工工资水平,从而推动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的整体上涨。
因此,基准回归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一问题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为尽可能缓解上述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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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源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内生偏差,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关于城市工资水平的工具变量选择,借鉴余泳泽等[28] 的研究,选取城市河流密度作为城市制造业灵活

用工平均工资的工具变量。 首先,河流密度与城市水资源丰富程度及交通便利性密切相关,其与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相关联。 河流密度越高的城市,通常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便利的水运条件,从而拥有较低的交通

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入驻[28] ,这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发展,也带动了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而提高了工资水平。
这表明城市河流密度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其次,城市河流密度的分布主要由历史地理条件决定,
与企业当前的经营决策或绩效表现无关,在理论上有较强的外生性。 最后,考虑到城市河流密度是一个不

随时间变化的常数,不能直接作为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 因此,借鉴廖甍[29]的做法,将城市河流密度与时间

趋势项相乘,构造具有时变特征的工具变量,以更好地适应面板数据的分析要求。
考虑到工具变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工资变量的另一个常见工具变量———城市地形起伏度进行检

验[30] 。 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衡量城市地形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指的是城市区域内最高点与最低点海拔的

差值。 由于地形起伏度主要由自然因素决定,与城市的经济活动无直接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Krugman[31]发现,运输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是影响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 城市地形起伏度可能通

过影响交通成本、产业布局等城市经济活动,对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地形起伏度越高

的城市,通常面临更高的交通运输成本,进而影响制造业的分布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影响城市制

造业灵活用工工资水平。 因此,城市地形起伏度与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此外,考虑到城市地形起伏度同样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本文将城市

地形起伏度与时间趋势项相乘,构造具有时变特征的工具变量。
考虑到河流密度和地形起伏度可能通过影响城市产业结构或交通条件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本文在工

具变量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与该传导路径相关的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32] 及城市

高速公路里程数。 表 4 展示了工具变量法两阶段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城市河流密度还是地

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两个工具变量的 F 统计量均大于 10,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分别为
 

216. 46、
73. 53)均明显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Anderson

 

LM 检验

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基本要求。 表 4 的(1)列和(3)列展示了城市河

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2)列和(4)列展示了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此结果

中,可以看出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的系数依然为负,并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

有可靠性。

表 4　 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1) (2) (3) (4)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工具变量 1 -0. 072∗∗∗

( -14. 710)

工具变量 2 0. 003∗∗∗

(8. 580)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0. 096∗∗

( -1. 972)
-0. 161∗∗

( -1. 96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6006 6006 6006 6006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标准误聚类层面和改变样本

范围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5 展示了各项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48

技术经济 第 45 卷　 第 4 期



1. 替换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

在基准回归中,选取总资产净利率衡量企业绩效,但总资产净利率更多的是衡量企业盈利绩效,而全要

素生产率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总资产周转率则侧重于企业资产的运营效率。 因此,
考虑到企业绩效的多元性特征,在稳健性检验中,还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及总资产周转率度量企业绩效的水

平[33-35] 。 表 5 的(1)列和(2)列展示了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无论采用哪种变量衡量企业

绩效,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的系数都在 5%水平下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基准

回归结果并不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而改变。
2. 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考虑到企业绩效数据具有时间序列特征,同一企业在不同年份的绩效表现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因

此,本文将标准误的聚类层级进行了调整,从城市层面调整到企业层面。 聚类到企业层面可以考虑到不同

企业间的异方差及相同企业不同年份的相关性,从而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表 5 的(3)列展示了聚类到

企业层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尽管标准误的聚类层级发生了变化,但核心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

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改变样本范围

考虑到直辖市与其他普通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本文对样本范围进行了调整。 直辖市作为省级

行政单位,在政策制定自主性、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等方面往往更具有优势[36] 。 例如,在政策制定方面,直
辖市享有更高的行政级别和更大的政策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人才

政策;在财政支持方面,直辖市通常拥有更为充裕的财政资源和更强的财税自主权,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

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在投资力度方面,直辖市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形成更为完善的产业链和

更高的产业集聚度。 这些制度性差异可能使直辖市在灵活用工成本方面与其他普通地级市存在系统性偏

差,进而影响回归分析的准确性。 因此,本文在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四个直辖市的样本之

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的(4)列展示了剔除直辖市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城市

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的系数显著为负。 尽管剔除直辖市后样本规模有所缩小,但核心结论未受到样本

规模变化的实质性影响。
4. 加入其他固定效应

考虑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层面的灵活用工平均工资,可能存在城市间同质性和时间序列相关

性。 为进一步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5 的(5)列为加入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以控制城市层面不可

观测特征对企业绩效的潜在影响。 此外,为消除行业间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017)》的二级分类标准,将制造业细分为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不同的子行业。 表 5 的(6)列报

告了同时控制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或城市-行业双固定

效应,结果依然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调整聚类层级 改变样本范围
加入城市
固定效应

加入城市、行业
固定效应

改变样本
剔除的阈值

(1) (2) (3) (4) (5) (6) (7)
全要素生产率 总资产周转率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0. 129∗∗

( -2. 409)
-0. 064∗∗

( -2. 165)
-0. 032∗∗∗

( -2. 604)
-0. 028∗∗∗

( -3. 079)
-0. 032∗∗

( -2. 571)
-0. 032∗∗

( -2. 564)
-0. 032∗∗∗

( -3. 39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No
行业固定效应 No No No No No Yes No

观测值 6264 6264 6264 5250 6264 6264 6178
调整后 R2

 

0. 979
 

0. 914 0. 681
 

0. 675 0. 663 0. 659
 

0. 681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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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检验:
 

融资约束的影响

变量
(1) (2) (3)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融资约束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0. 021∗∗

( -2. 409)
-0. 032∗∗∗

( -3. 396)
0. 019∗

(1. 730)

融资约束
-0. 467∗∗∗

( -3. 44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5458 6264 5458
调整后 R2

 

0. 707
 

0. 681
 

0. 768
　 注:∗ 、∗∗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表 7　 机制检验:
 

研发投入的影响

变量
(1) (2) (3)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 研发投入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0. 027∗∗∗

( -2. 757)
-0. 032∗∗∗

( -3. 396)
-0. 144∗∗

( -2. 328)

研发投入
0. 016∗∗∗

(2. 7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6233 6264 6233
调整后 R2

 

0. 686 0. 681
 

0. 975
　 注:∗ 、∗∗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5. 改变样本剔除的阈值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剔除了制造业招聘岗位少于 5 个的城市样本。 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还
剔除了制造业招聘岗位少于 10 个的城市样本。 从表 5 的(7)列可以看出,剔除的样本可能集中在招聘信息

较为稀疏的小规模城市,且样本量的变化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小,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的系数及

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显著变化。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的升高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在稳

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为了深入探究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内在传导机制,采用中

介效应模型对假设 H1 和假设 H2 进行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作为中介

变量进行传导机制检验。 具体模型设置如式(2) ~式(4)所示。

Performcit = α0 + α1 lnwagecit + ∑
k
βkcontrolkcit + μi + λ t + εcit (2)

Mcit = α0 + α1 lnwagecit + ∑
k
βkcontrolkcit + μi + λ t + εcit (3)

Performcit = α0 + α1 lnwagecit + α2Mcit + ∑
k
βkcontrolkcit + μi + λ t + εcit (4)

其中: Performcit 为 c 城市 i 企业 t 年的企业绩效; lnwagecit 为 c 城市 i 企业 t 年制造业灵活用工的平均工资;
Mcit 为 c 城市 i 企业 t 年中介变量的值,中介变量为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

1.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融资约束水平偏高会制约企业的投资扩张与经营

周转能力。 当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上升时,
企业用工成本的刚性提高将直接挤占内部现金流,并
可能削弱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借鉴潘红波和杨海霞[37]的方法,采用 WW 指数衡量企

业的融资约束,WW 指数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越大。
从表 6 的(1)列和(2)列可以看出,城市制造业平均灵

活用工工资对企业绩效的总效应是-0. 032,但在控制

了中介变量融资约束时,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的

系数变为- 0. 021,且融资约束的系数在 1%水平下显

著,说明融资约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从表 6 的(3)列

可以看出,当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提高时,企
业的融资约束会显著增加,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

影响,结果支持假设 H1。
2. 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研发投入不足会削弱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长期

发展潜力。 在企业资源总量既定的约束下,灵活用工

成本的上升可能挤占可用于创新活动的资金,从而影

响企业绩效。 本文采用研发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

企业创新投入的指标[38] 。 表 7 的(1)列是加入了中介

变量研发投入后,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可以看出,对比(2)列的回归系数,在控制了中介变量

研发投入后, 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的系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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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32 变成-0. 027,且研发投入的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研发投入在灵活用工成本与企业绩效之

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从表 7 的(3)列可以看出,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成本的增加,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

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企业绩效。 由此可见,表 7 印证了作用机制,灵活用工成本的上涨会导致企

业减少研发投入,从而降低企业绩效,验证了假设 H2。
(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在劳动力成本结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融资能力和较高的资本积

累,以及更完善的生产和管理体系。 这些优势使得大型企业更容易通过技术创新、市场扩展等多元化方式

提高企业绩效,而不是仅仅依赖于降低劳动力成本。 此外,由于规模较大,大型企业往往已经实现了较高的

生产效率和经济规模,因此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动不太敏感。 相比之下,小型企业通常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
资源也更为有限,尤其是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 同时,小型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较弱,
难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 这些因素使得小型企业更倾向于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来维持运营,因而对灵

活用工成本的变化更加敏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企业的总资产水平,将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组和小

型企业组[39] 。 将总资产超过样本均值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组,其余分为小型企业组。 表 8 的(1)列和

(2)列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在小型企业组中,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的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

负;而在大型企业组中,城市制造业的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影响。
2. 行业属性

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比较高,且这类企业的利润

率通常较低,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工资的变动会挤压其利润空间,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此外,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面临较高的市场竞争压力,技术创新能力有限,难以通过效率提升或技术替代来

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因此对灵活用工成本的变化更为敏感。 相比之下,资本密集型企业以资本和

技术为核心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较低,并且这类企业通常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

效率,能够通过资本深化、技术创新或自动化生产来分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因此,灵活用工工资的变

动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绩效的影响相对有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将样本

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即将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小于全样本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均值的企

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余为资本密集型企业[40] 。 从表 8 的(3)列和(4)列可以看出,在劳动密集型企

业组中,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的系数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资本密集型企业组中,
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规模 行业属性

(1) (2) (3) (4)
大型企业 小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灵活用工平均工资
0. 009

(0. 295)
-0. 043∗∗∗

( -3. 776)
-0. 040∗∗∗

( -3. 495)
-0. 006

( -0. 2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070 5194 4299 1965
调整后 R2

 

0. 691
 

0. 679
 

0. 709
 

0. 636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灵活用工模式不断普及,灵活用工成本变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绩效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基于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和城市制造业兼职招聘数据,探讨了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平均工资每上升 1%,企业总资产净利率约下降 0. 032 个百分点,说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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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工成本提高会对制造业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结论依然

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灵活用工成本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和减少研发投入来降低企业绩

效。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规模和行业属性的企业对灵活用工成本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灵活用工成本

的降低,对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提高更为显著,而对大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

显著。
结合本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健全灵活用工相关制度,降低用工成本变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放大效应。 政府应从制度层面完

善灵活用工的法律界定和管理规范,明确不同用工形式下的权责边界和合规要求,减少企业在灵活用工过

程中面临的制度性摩擦成本与隐性风险。 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高用工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改善金融

机构对企业经营状况和风险特征的识别环境,缓解因用工成本波动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减轻灵活用

工成本上升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
第二,完善中小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缓解灵活用工成本上升带来的融资压力。 研究结果表明,

灵活用工成本上升会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绩效。 而中小制造业企业在信息透明度和抵押

能力方面相对处于劣势,为缓解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对中小制造业企

业的风险评估与授信机制。
第三,完善创新激励政策,缓解灵活用工成本上升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 在用工成本上升的背景

下,企业往往面临短期成本压力与长期研发投入之间的权衡。 灵活用工成本的提高可能对研发支出形成挤

出效应,进而不利于企业绩效提升。 政府可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补贴、低息贷款等方式,缓解企业

资金压力,激励企业保持必要的研发投入强度。
第四,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劳动力市场支持政策。 灵活用工成本变化对小型企业

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绩效影响更为显著,反映出不同类型企业在成本承受能力和要素配置弹性方面存在明

显差异。 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差异,对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

企业在用工成本、融资支持和创新激励等方面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尽管本文深入探讨了城市制造业灵活用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数据

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仅使用了 2022—2023 年的数据,可能不足以全面捕捉灵活用工成本变化对企业

绩效的长期影响。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延长时间窗口,进一步探讨长期效应和动态变化。 此外,未来

研究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展开,考虑政策变化、技术进步等外部因素对灵活用工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

系的深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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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lexible
 

Labor
 

Costs
 

on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and
 

Part-time
 

Wage
 

Data
 

Zhang
 

Yi,
 

Liu
 

Yu,
 

Liang
 

Yongfu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As
 

population
 

aging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economic
 

pressure
 

intensifies,
 

flexible
 

employment
 

is
 

increasingly
 

adopted
 

by
 

manufacturing
 

firms
 

as
 

a
 

substitute
 

for
 

formal
 

employment
 

to
 

reduce
 

labor
 

costs
 

and
 

cope
 

with
 

operational
 

pressure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s.
 

The
 

impact
 

of
 

flexible
 

labor
 

cos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firms
 

was
 

examined.
 

The
 

average
 

wage
 

of
 

part-time
 

recruitment
 

for
 

manufacturing
 

positions
 

in
 

the
 

city
 

where
 

firms
 

are
 

located
 

was
 

used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flexible
 

labor
 

costs.
 

It
 

is
 

matched
 

with
 

data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to
 

construct
 

a
 

firm-level
 

panel
 

datase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flexible
 

labor
 

cost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a
 

1%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wage
 

of
 

flexible
 

labor
 

in
 

urban
 

manufacturing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of
 

about
 

0. 032
 

percentage
 

points
 

in
 

return
 

on
 

assets.
 

After
 

endogeneity
 

is
 

addressed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re
 

conducted,
 

the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ising
 

flexible
 

labor
 

costs
 

increa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e
 

R&D
 

investment,
 

which
 

leads
 

to
 

a
 

decline
 

in
 

firm
 

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small
 

firms
 

and
 

labor-intensive
 

firms.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form
 

firms
 

in
 

formulating
 

rational
 

employment
 

strategies
 

and
 

offers
 

policy
 

guidance
 

for
 

governments
 

to
 

improve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Keywords: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flexible
 

employment;
 

labor
 

cost;
 

part-time
 

employment
 

recruitment;
 

financial
 

constraints;
 

R&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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